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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学研究

先秦至汉初道统秩序模式论辩的
符号学考察

祝 东

(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儒家道统是一种虚构的历史谱系，其在聚合轴中有意识地选择而建构的“道统”组合轴是为了

建构一种知识权力系统来对抗日益强大的政治统治权力，也即被后世称之为道统与政统的争衡。通过对原

始儒家、黄老学派及秦汉诸生道论与权力秩序的建构模型可知，在春秋战国以迄秦汉初期，其实存在另一意

义上的“道统”理论，他们建构的秩序模型是以“道”统“政”，将君主权力纳入道的系统之下，防止君主权力

泛滥。然而荀子将儒家元语言“道”置换为“君道”，在结构上将道置于君主权力之下，已经偏离了儒家先贤

追求的用知识制衡权力诉求，此又为其后学在理论与实践上予以推进;而经董仲舒改造过的为专制皇权服

务的儒家学说则被视为正统，外儒内法也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选，早期道统论的中断也是中国历史上没有

形成真正开明君主制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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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道统”是相对于政统及学统而言的，此牟宗三于《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一文中已

有论述。按照学者蔡方鹿所言，道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道统指以儒学道统论及其发展演变为

主要线索，并吸收各家学派思想而成的中华道统思想;狭义的道统思想即是指有关儒家圣人之道的理

论及传授系统，其中广义道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1］3此论甚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于

春秋战国，轴心时代的智者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救疗方法，并在交

流论战中不断融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道”论，而“道统”则是一个不断追叙和

建构中形成的谱系，儒家则是其中谱系观念最强的一家。《论语·尧曰》章就已经追叙了一个尧、舜、

禹递相禅让的系统，《孟子·尽心下》又扩充了这一谱系，有尧、舜、禹、商汤，以迄文王、孔子;唐人韩愈
《原道》篇又进一步扩充了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第 49 卷 祝东: 先秦至汉初道统秩序模式论辩的符号学考察 109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10这一体系在宋代得到二程、朱熹的发

展，最后逐渐建构了一个儒家主导的“道统”体系。而道统之“统”，如葛兆光所言，其实是一种虚构的

历史系谱，是思想家按照某种意图对历史人物和经典思想的挑选和组合而成，以此来表达某种思想的

合理性与永久性，甚至形成“真理的独占权力”。［3］49由儒家学者建构出来的道统是一个重新编码的过

程，也即是说呈现出来的“道统”组合轴，是主体有意识地在聚合轴中选择凸显出来的结果，其选择的

背后则是知识和权力的博弈，当然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道统论还有其他方面的政治文化诉求，特别是在

学术思想大一统之前，也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诸子百家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模型

的建构是多元共生的，如何平衡道统与治统之间的关系是关键。中国的道论，发源于春秋，成熟于战

国，诸子百家在各自的“道论”中对此进行了回应和秩序模型的建构。如西比奥克所言，“模型能够被

定义为想象的或( 通过某物理性媒介) 外在制作的形式，用来代表被称为指涉体( referent) 的物体、事

件、情感等”［4］2，而模型的建构则会对人类的认知及行为方式起到“塑造制导的反作用”［4］3，如通过建

造的模型规范社会政治生活，这也是建模的深层意图。建模本身是一种用符号建构意义的活动，符号

学称为意义之学，擅长从语义深层探析意义生成机制，能通过道统论的表层现象透析其深层意义。以

下，笔者试图从儒家、黄老和秦汉诸生三个不同的道论系统中关于秩序模式的建构切入，通过符号学

的理论对其背后的编码规则和深层意旨进行分析。

一、原始儒家对等级秩序模型的重塑

我们知道，西周建国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与分封制。如王观

堂所言:“欲观周人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

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

制。”［5］232立嫡制解决了权力继承人的问题，分封制建构了西周政权形式，宗法制构建了贵族社会内部

的组织关系，“宗法制度不仅是西周春秋间贵族的组织制度，而且和政权机构密切合作着的。它不仅

制定了贵族的组织关系，还由此确立了政治的组织关系，确定了各级族长的统治权力和相互关

系。”［6］454与宗法制配套的是丧服制、庙数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它们通过血缘关系确定统治阶层内部的

高下尊卑与亲疏远近，也即是血缘关系决定的“亲亲”和由等级关系决定的“尊尊”，《礼记·大传》有

云:“上治祖祢，尊尊也; 下治子孙，亲亲也;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

矣”［7］《大传》。“尊尊”是通过左昭右穆的制度排列尊卑，“亲亲”是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区别长幼亲疏，

此二者被视作不可更改的正统思想: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

也”［7］《大传》。这些制度在儒家三礼文献中都可找到依据，三礼文献尽管是经战国秦汉学者之后逐渐辑

纂而成，不排除后人观点的掺入，但是学界一般认为它们并非凭空杜撰。如《礼记·王制》论及庙数时

指出: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

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7］《王制》

《礼记·丧服小记》论及丧服指出: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7］《丧服小记》

以祭祀庙数而言，天子为七，诸侯为五，大夫为三，士人为一，庶人无之，形成一种递减的等差，庙

数的多寡是身份与政治地位的符号表征;于丧服而言，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亲疏，以自己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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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为父，下为子，这三辈为最亲，扩展开来，由父亲至爷爷，由儿子至孙子，推广到五辈，继续扩展，

则由上可溯源至高祖，下可推流至玄孙，推广至九辈，由上而下的亲情皆是递减，丧服的轻重就是根据

这种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制定。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礼起源于敬祖娱神，当其向下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后，转化为对不同

等级尊卑的分节，表达层面的礼仪仪节的分节，对应的是内容层面身份地位的分节，如赵毅衡所言，

“都是能指分节造成的所指分节”。［8］92以周公为首的西周初期统治者制定的一整套维护社会秩序的

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其实是充分利用了双重分节( Double articulation) 的符号学原理，而“能指分节实

际上是任何政治行为的首要问题”，［8］93西周的整套政治文化制度后来统称为《周礼》，礼是维系统治

阶层血缘出身关系的结构形式。笔者曾经指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期统治者，通过“制定礼乐文

化系统并不仅是调整规范社交即是等礼仪仪式，而是将人的各种符号表意活动纳入到一定的规范秩

序之中，礼起到了调节人类社会内部各种行为规范和人际关系的作用”。［9］83但是礼崩乐坏之后，这种

礼乐制度不能再有效地维系社会政治的稳定，伴随着学术重心的下移，士人阶层开始崛起，士人阶层

除了原来的群体，新的主要来源有二: 其一是由贵族旁支跌落下来; 其二是由平民精英上升而来，此

即余英时所言的社会阶层流动带来的上层贵族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而士人阶层又处于上下流动

的汇合处，所以士人数量激增，由是“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10］10。这种“社会

性格”的改变即是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力，这点其实已有学者指出，“在孔子以来的儒家发展史上，为广

大民众争取政治权利便成为儒家大事的一个重要课题”［11］203，为“民众”争取权利恐怕有些言过其实，

为士人阶层争取权利，打破权力继承的先天血缘关系，重建权力秩序模型，这才应是不断崛起的士人

阶层努力的重点。

孔子幼时孜孜于礼，“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2］《孔子世家》，成年之后的孔子也是因为精

通礼学而为上层社会所重视，鲁国三桓之一孟僖子因为在出使楚国时“不能相礼”而羞愧，在临终的时

候还命令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侍仲尼”［13］《昭公七年》。孔子亦因为明于礼学而被孟僖子视为“达者”，后

亦因为这种“文化资本”而干谒诸侯，甚至跻身领导阶层，“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

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12］《孔子世家》。这无异于打破了周代统治阶层建立的以先天血

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给下层社会的人以游学入仕提供了榜样。

因为习礼，给孔子带来入仕的文化资本，故而成年后的孔子推尊周礼，希望重建礼乐系统，恢复礼

崩乐坏的统治秩序。然而礼究竟为何物? 《左传》中对当时的看法已有载录，如“礼，经国家，定社稷，

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3］《隐公十一年》，礼被视作治理国家安定社稷的大法，其中有一条关键的因素即是

“序民人”，通过等级的分层，建立起严密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周公为主的西周初期统治者建立的政治

制度即着眼于此。但自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对诸侯的控制逐渐丧失，从春秋五霸开始，礼乐征伐由天

子出改为由诸侯出，甚至出现政自大夫乃至“陪臣执国命”的现象［14］《季氏》，礼不再有效调控社会秩序，

传统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遭到破坏，而女叔齐对礼与仪的区别则是这种秩序失范的反思:“是仪也，不

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

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

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13］《昭公五年》这里

女叔齐指出了礼的根本所在，也即保有国家，推行政令，无失其民，能够保证礼乐的分层建立的秩序的

稳固性，“礼其实就是一套系统，在系统之内，各种不同的关系，都在礼的形式———礼容中表现出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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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义则是隐含在礼容之中的礼义———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的关系”［15］157。鲁昭公的权力已经被三家

所窃取，而他汲汲于礼容这些细枝末节，在女叔齐看来是本末倒置，礼仪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空洞

能指。

那么孔子对礼仪是否有区别性认识呢? 《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答曰: “礼，与其奢

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心中礼之本乃是内在尊崇与认同，反对礼仪形

式上的铺张浪费，丧礼上的仪文周到，强调的是一种内化的情感认知。而《论语·阳货》中提出礼非玉

帛的命题，则更是将这礼与仪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孔子看来，礼乐需要由玉帛、钟鼓这些礼器符号来

表征，但礼的意义不是玉帛钟鼓之属，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符号就是用来表达意义的，但意义又

不是礼器本身，这里有一个类似道家“得鱼忘筌”的过程。孔子对礼崩乐坏社会现实提出的治疗之方

案便是重建礼乐制度，援仁入礼，将对礼乐制度的遵从内化为个体道德的自律，这种方案的设计当然

与孔子出身下层有关，他不可能像周公那样走“顶层设计”向下逐层推进的模式。

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孔子处理推尊礼乐重建秩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政治诉求? 回答是肯定

的。孔子弟子子夏的一句“学而优则仕”［14］《子张》其实已经将儒家的这张吁求很直白地表达出来了，这

句话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在周代世官世禄世业的血缘政治背景下，这种观点无异于想造反洗牌。

学者王亚南指出: “在西周之世，世卿世禄，子就父学，世世相承，一切精神传授的手段，通在官

府。”［16］48无论身份、权力还是知识资本，皆是贵族阶层世袭垄断，是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者将知识普

及下来，而由普通民众晋升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获得了相应的文化资本，自然会有其相应的政

治诉求，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要求，曾经学习于儒家弟子的墨子明确提出“尚贤”的政治主张就是顺应

了士人阶层的这种要求，“尚贤”的选人用人原则“打破当时‘亲贵合一’和‘世卿世禄’的用人制度，尤

其具有进步意义”，［17］36而孔子本人，则被视作“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当然，儒家不仅树立了由学入政的样板，而且还提出了更高的精神诉求，也即对“道”的追寻。《论

语·里仁》孔子谓“士志于道”，《论语·述而》孔子亦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4〗《述而》，

《论语·卫灵公》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4］《卫灵公》，《论语·泰伯》中曾子发挥师说，“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4］《泰伯》。士的终极追求不是权力，而是“道”，学艺、修仁、养德的目的也是在于
“道”，皇侃《论语义疏》引蔡谟之言曰:“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

人，故曰非道弘人也”。［14］1 438 － 1 439人可以认识道，遵循道，任重道远，士须弘毅，但道不会“适人”，是超

乎人和权力之上的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这种对形而上的“道”的追求，使得儒家对权力的争取不仅仅

是一个权力利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建构了一个比权力更高的更为抽象的系统———道，道是置于权

力富贵之上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14］《里仁》。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14］《里仁》，道的追求价值甚至超过生命本身。这也是后

来道统与政统的争论中道统能够立于政统之上的前导，在权力秩序建模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

一步。

儒家亚圣孟子以性善发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

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8］《告子上》。人性本善是人天生的资质，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本性，

儒家之道也主要是指这些品格，这也是儒家“内圣”的来源;在孟子看来，内圣是可以开出外王来的，在
《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就已经指出了这样一条经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斯天下之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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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18］《梁惠王上》，甚至“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18］《尽心上》，由天下子民的拥护到天地万物的

一致共生，由内圣开出外王来，内圣是知识分子( 儒家) 的专长，外王( 帝王) 是内圣生发出来的结果，

这样，内圣是第一位的，外王是第二位的。其实质就是在建模的时候，已经悄悄进行了坐标谱系的安

排。在道与权的关系问题上，《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与景春之论辩，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乃是

大丈夫，而孟子指出这些人的行为不过是“无违夫子”的“妾妇之道”，也即是他们依仗的是王权，只不

过是为当时的王权服务而不敢违碍而已，而孟子心中的大丈夫乃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

丈夫”，明确将儒家追求的“道”从权力系统中剥离出来，给予其独立性，是难能可贵的。

儒家的荀子处于战国争霸最为激烈的时代，长期的战乱动荡使得一些智者开始思考如何拿出具

有现实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其中的代表就是荀子，荀子提出礼法兼治的思想也确实是条可行之策，

但是其应用性太强，也影响到了其对“道”的界定和吁求。在《荀子·天论》中提出了“道贯”的思想: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这里荀子将儒家先

圣孔子孟子形而上的“道”又逐渐拉回现实社会，历代先王不变的传统就是“道贯”，这个也即是“略法

先王，而不知其统”［19］《非十二子》中所言的“统”，也即政治措施，“道统”被置换为“政统”。这个在荀子的

著作中还可找到证据，《荀子·解蔽》篇中论及诸子百家拘于一隅的错误之“道”:“由法谓之道，尽数

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 由天谓之道，尽因矣: 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

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因而荀子在这里提出了他对“道”的界定，也即“体常而尽变”，按

照梁启雄的解释便是: “道以常为体，而极尽地变革来适应时宜和地宜 ( 指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

合) ”［20］292，这里的“道”其实就是根据不同时代背景制定的相应政治措施。而《荀子·君道》篇中则有

更直接的表述:“道者何也? 曰:君之所道也。”将儒家追求的“道”置换为“君道”，“君之所道，谓君之

所行也”［21］237，这里的“所行”即是“能群”，也即“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皆

是为君王操控的统治万民的治术，在结构上将“道”置于君主权力之下，已经偏离了儒家先贤追求的用

知识制衡权力的大道，此又为其弟子韩非、李斯于理论和实践上发扬光大，而此二者又是为绝对的君

主专制服务的。

二、黄老道家对道法秩序模式的建构

一般认为，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中期，并在战国中后期广泛传播，影响到汉初的政治思想。作为

学术名称的“黄老”屡见于汉初史料文献中，“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12］《孝武本纪》“胶西有盖公，善

治黄老言”［12］《曹相国世家》“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2］《老子韩非列传》，于法家韩非也是“喜刑名法术之

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2］《老子韩非列传》，田叔为齐国田氏后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12］《田叔列传》。黄老之学

的兴起于田氏篡齐及齐国稷下学宫的兴盛发展的背景之下，笔者曾经指出，“田齐处于战国变法图强

的关键时期，为了自身的发展，开辟稷下学宫，延揽人才，一方面通过知识阶层的论辩讲学，为自己的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宣传，一方面通过知识阶层积极参政议政，力图富国强兵”，最终实现其

“争天下”的目的，［22］155第一个方面促成了黄学的兴起，第二个方面促成了老学的发展，将形而上的老

学转化为形而下的治术权谋，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黄老合流的发展趋势。

严格来讲，黄老合流不仅是黄帝与老子之学的融合，应该说是诸子百家的大融合，齐国稷下学宫

的学风开放，兼容并包，各家相互争辩，同时兼采他家之长，如黄老道家，就兼采名法之长。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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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融合，其结晶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被学者认定为失传的《黄帝四经》，以及见存于《管子》

中的一些文献，如“管子四篇”等，此后还有在秦国的吕不韦周围的第二次融合，其结晶为《吕氏春

秋》，淮南王刘安周围的第三次融合，其结晶为《淮南子》，有意思的是这三次融合中，起主导作用的哲

学思想始终是道家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指出:“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

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

所论焉。”这里明确指出了黄老一系的阵容: 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这些学者又是以“黄老道德之

术”为学习对象的，这说明黄老之学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官方学说，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又有新的阐发，这

种阐发又是以“道”为中心展开的阐释。

《黄帝四经·经法》开篇即云:“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

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①这里明确开出一个“道生

法”的模式，人类社会的各种具体的法度是由作为本原的道所派生出来的，道是理论层面的内容，法是

方法实践层面的内容，如柳存仁所言: “道是一种思想、见解、主张的原理，是理论。……因为术是方

法，他是帮助把理论付之实践的具体步骤”［23］1。法的制定是从“道”这里得到的原则，而“执道者”( 统

治者) 需要从“道”中获得相应的法来进行社会秩序的建构，于统治者而言，他们对道只能是遵循利用，

而不能改变，“故唯圣人能尽天极，用天当”［24］《经法》，统治者只能遵循天道，而不能主宰天道，道的权威

性和神圣性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在下文还有申述:

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富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

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24］《经法》

统治者能够明于天道规律，同时能了解君道与臣道的异同，以及万物流变的内在原因，但其并不

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而自主，也即是说执道者一方面掌握了道的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又尊重道的主宰权

威。这里还着力探讨了权力秩序中的君臣关系问题，“战国时期，道论大致围绕君臣关系展开，此对应

君臣政治之要义，毋庸置疑”［25］81。也即是说，调和君臣关系是道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君臣之顺，治

乱之分也”［26］《民难》，关系到权力秩序的平衡问题。《黄帝四经》中多此多有发明: “君臣易位谓之逆”，

“君臣当位谓之静”，君有君之位，臣有臣之位，君臣各有其身份，“位”是对应的等级。人的任何表意

行为都需要依托一定的身份才能发出，君主发号施令需要有君主的身份，同时意义达成还需要有接收

者有相应的身份，如赵毅衡所言:“身份是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对于任何符

号表意，都有一个身份的相应的问题。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得到交流对方的认可，如果无法

做到这一点，表意活动就会失败”。［8］93君臣身份明确才能保证表意活动的顺利进行，反之，“逆则失

本”，国家失去生存的根本，要保证秩序的稳固性，就要做到“君臣不失其位”［24］《经法》。由道到君臣关

系，黄老道家建构了如图一这样一个秩序模型:

从这个秩序模型中可以看到，“道”是处于君主权力之上的，臣是处于君主权力之下的，这样即保

证了君主对臣下的绝对掌控，同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道”的独立性，使君主的权力没有无限放大，而

是有一个相对限制，黄老道家建构的这种“符号秩序”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塑造他们心中的社会秩序，使

① 本文所引帛书原文及译文主要参考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并参考了国家文物
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为彰显文义，方便阅读，对异体字和假借字不再标
注原文，下同，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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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老道法秩序模式图

“符号形式与社会组织”达成一致。［27］143这种秩序模型一旦植入主体意

识之中，势必会“通过主体的实践维系自身的地位”［28］155，这也是建模

的深层意识形态，这在黄老道家的残存的其他文献中亦能找到相关

材料。

《管子·内业》篇中也建构了一个具有终极主宰意义的“道”: “不

见其形，不问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29］《内业》，《管子·心术上》亦云
“虚而无形谓之道”［29］《心术上》，显然这是从《老子》“视之不见”“听之不

闻”的道论中生发出来的，这种无声无形的道却能够“序其成”，“万物以生，万物以成，谓之道”，道化

生万物，是万物的来源，而君王调控世界秩序的礼与法也是出自于道，“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

道者也”［29］《心术上》①，“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29］《心术上》，作为君王，要掌握社会秩序，只能遵

循道纪，其建构权力秩序的模型也是将君权置于道之下，用道约束权力。刘全志在系统考察战国中后

期知识界对“道”的诸种称谓之后指出，在经过不断的阐发使用之后，“‘道’不但丰富了自身的内涵，

而且超越了学派的性质，成为知识界衡量万事万物的最终标准”。［30］202

这一点在黄老后学慎子这里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甚至将由道派生下来的礼法一并用来约束君权，

《慎子·威德》篇有云:“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故欲不得干时，爱

不得犯法，贵不得逾亲，禄不得逾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26］《威德》此明确

提出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无论是举办事业，分派工作，还是进行奖励、推广道德，都有相应的“政治规

矩”，甚至君主的私欲和亲爱都有相应的约束，由道的约束到法的约束，“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

罚而无望于君也”［26］《君人》，《慎子集校集注》引慎懋赏之言“赏罚循其法，而不出一人之意”［27］55说的就

是君主操持赏罚时有法度可依，而不是君主一人独断操控。这些都是黄老对权力秩序模式的调整扩

充，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对天子与天下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

天子也”［26］《威德》，立天子，乃是为了表征天下，而不是以天下奉一人，天子只是天下的符号象征，进而推

之:“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莫不如此。这在黄老后学作

品《吕氏春秋·贵公》中还有进一步的发挥。体现出在大一统到来之前，知识界在发挥儒道两家的道

论中，试图通过终极的道来有效制衡君主权力的一些理论思考，这种思考是与当时的齐国稷下开放学

风密不可分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环渊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而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之

士，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不治而议论”［12］《田敬仲完世家》，相对而言，他们具有一定的学术独立性，故而能

在著书立说中保持学术与学者的独立性，在思考未来权力秩序的时候，试图建构一种由形上之“道”来

约束权力的模式，将道置于权力之上，这种建模的努力在君子专制到来之前，显得极为可贵。

三、秦汉诸生对道统秩序模式的调整

田齐创办的稷下学宫被学界认为是百家争鸣时代的学术文化中心，《管子》一书则被视作这个中

① 郭沫若《管子集校》认为原文当为“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指出“‘道’因形近误为‘宜’耳”，并指出此
处与下文“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同例。其说可取。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6 卷《管子集校
( 二)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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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争鸣交融的学术结晶。稷下之学创自齐桓公田午，经齐威王、齐宣王，历经三世，达到高潮，《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

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2］《田敬仲完世家》可谓盛极一时。但是这种

盛况至齐湣王时就开始衰落，齐湣王骄纵矜功，“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

卿适楚”。［31］《论儒》强齐最终遭到燕、秦、楚等国的合谋攻打，齐湣王逃走，“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

之宝藏器”［12］《田敬仲完世家》，当此之时，稷下学者恐怕也是唯恐避之不及，四处奔亡，齐国亦因这次战争由

盛转衰，从此，稷下之学也每况愈下。与稷下之学衰落相对的是，西边的强秦变得一家独大，吕不韦相

秦时，“一反秦国独尊法家的政策，广收天下之士”［32］2，这里面当然不乏从齐国稷下学宫过来的学者

及其后学，史料记载吕不韦一度招揽门客三千人，造就了战国末年最大的学术中心，“是时诸侯多辩

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12］《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即是学术中心西迁之后的一

次学术集成，然而《吕氏春秋》为秦王设计的政治方案并未被采纳，秦王政依靠荀子弟子韩非与李斯在

理论与实践上推行的法家思想而一统天下，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法家“一断于法”而使得“解释

元语言单一”［22］158，强秦很快在农民战争中土崩瓦解，代之而来的汉朝。汉初统治者注意从秦朝的覆

亡中吸取教训，充分吸收了法家因顺自然的符号思想，文帝、窦太后执政期间，皆好黄老，黄老道家成

为学术主流，在江淮间，围绕在淮南王刘安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

传》云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33］，几经更名最后由《隋书·经籍志》定名为《淮南子》的这部

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淮南子》被认为是继《吕氏春秋》之后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大成而

为一家言的一部大书。此书成书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淮南王刘安也曾经将此书献给武

帝，“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33］《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内篇》即是今本《淮南子》，但是，

它的命运与《吕氏春秋》一样，最终为统治者所弃之不用，个中原因，前辈时贤崇论宏议，多有发明，启

人良多。然笔者以为，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此二书在建构权力秩序模型的时候，走的黄老一系

的模式，故不为统治者所喜。

如前引司马迁之言，《吕氏春秋》是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大书，其写作目的，《吕氏春秋·

序意》中亦有说明，“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然而如何统治才能做到清平盛世? 吕不

韦处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夜，其实已经卓有远见地思考了如何建立国家权力的模式，“十二纪”被视为

施政纲领，而其核心则是“法天地”［34］《序意》，《吕氏春秋·情欲》篇亦云“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

也”，取法天地被认为是治天下者的必经之途，如此才能达到治世。而“法天地”其实就是取法于道，

《老子》第二十五章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逻辑顺序指向天道自然，在其建构的

秩序模型中，道处于权力统治者之上，统治者只能知晓道，了解道并顺应乎道，才能有所作为，“凡彼万

形，得一后成。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34］《论人》。所谓“一”即是道，“天道生万物，万

物得一乃后成也”，［35］74万物得其道而成其物，因此统治者就当“知一”，也即是知“道”，如此才能“应

物变化”，“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34］《论人》如此才能胜任，所以圣王要法

道:“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

定其正，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34］《圜道》。道为至贵者，万物以道为本源，圣王法道，以

出政令，并向百官发号施令，这种秩序的模式如前文图一道法秩序模型图如出一辙。作为最高统治者

的“天子”是沟通天人的中介，代表着天对下民进行统治，天子因为掌握了与上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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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符号宰制权，因为真理独占故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诸子的时代，当‘道’被视作宇宙本原和支

配万物的基本法则之后，‘道’与‘天’取得了一致性，‘君’应该‘体道’、‘从道’、‘执道’而行”。［36］153

在君权上面，有一个道的系统作为终极意义对君主权力进行约束。

如前文第二部分所言，《吕氏春秋》继承了《慎子·威德》篇关于天子与天下关系模式的思考，“天

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35］《贵公》。天下非为一君而设，而是天下之人共有的天下，“置君非

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35］《恃君》，立国君，立天子，皆不是为了私阿他

们，而是为了建构一套有效的政治秩序，如果君主和百官凭借权力谋取私利的话，那么“国所以递兴递

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就是必然的了。因此，才有《吕氏春秋·序意》中的结论:“行也者，行其理也。

行数，循其理，平其私”。从吕不韦及其门下诸生的政治设计来看，当然是希望君主在执政中能行天

道，去私欲，这部皇皇巨著也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大秦帝国建构了一种开明的政治秩序模式，然而，秦王

嬴政执政之后并没有采纳，而是用了韩非李斯的短平快的法家功利理论，当然也为暴秦的覆亡埋下了

祸根。

汉朝建立以后，儒道两家在争夺政治权威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汉初道家甚至一度占据上

风，特别是道家黄老之学，一度是汉初官方学说，文帝、窦太后等最高统治者都着意于黄老之学，这种

政治取向必然影响到学术隆替，在淮南王刘安的周围，就有一批相关学者，“天下方术之士多归之”( 高

诱《淮南鸿烈解序》) ，《淮南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

道”，这也是高诱序对其学术倾向的总结，基本上是符合全书主旨的。《淮南子·要略》被认为是其总

纲，其中对是书的写作意图也进行了披露，“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

备矣”。探究天地、人事之理的目的是为“帝王之道”服务，也即如何建立统治秩序，这也正是汉武帝独

尊儒术的大一统到来之前诸生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制定的理论纲领，书中可以看出诸生对儒、道、名、

墨、法、阴阳五行以及黄老学术皆有采纳融合，并以道家学术思想为主，《原道训》《俶真训》《道应训》

等篇皆在发明道家学术旨趣，而《精神训》《主术训》等篇章则兼采儒道诸家学术思想。

《淮南子》也承续道家思想，建构了一个生成万物、包罗万象的“道”学体系:

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37］《天文训》①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37］《原道训》

显然这种无所不包的道是将文中提及的执道者“圣人”亦囊括其中的，那么圣人———也即统治者

该如何统治臣民呢? “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37］《原道训》，这里论及的“因循”正是黄老道家治

理社会的法则，“黄老学者在建构秩序规则时，通过援法入道，将道家自然和谐、尊重符号域内部发展

规律的思想引入秩序调控之中，强调因顺自然，反对倒行逆施”［22］157。也即是说，黄老之“因循”其实

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主观的判断选择在内，含有特定的目的性，是一种引导而不是强制干涉，《淮南

子·原道训》谓“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

趣”［37］《原道训》，因其自然，加以“推之”，这正是黄老道家符号思想的延续，在刘安身边的诸生看来，三晋

法家的秩序调控方式，并非王者致远的方法:“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

也”［37］《原道训》。毕竟“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37］《原道训》，统治者只需遵循万物自然的法则，不要

① 原文为“道曰规始于一”，何宁《淮南子集释》援引诸家考证，指出“曰规”为衍文，参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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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干预，顺从道的规律，因此“治在道，不在圣”［37］《原道训》，明确将最高统治者排除在为治之外，其建

构的秩序模式中，是将君主权力纳入建模系统之中的:

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者，

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

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37］《主术训》

有司为臣下所为，在于对民众的控制，而其上则是君主，君主之上，还有“法籍礼仪”对其表意行为

的调控，如此则君主不得为所欲为，这样则是“道胜”，道胜即返回道家的无为的秩序模式之中，这个模

图 2 诸生道法秩序模式图

式可如下图 2 所示。

在其用符号系统建构的秩序模式之中，对黄老道法秩序模式进行

了修订增删，如苏智所言:“符号模塑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模因随着历

史的发展，其内部特征会出现消亡和创生的转换。这样就促使文化传

承在模因的变化中出现转码”［38］12。当然，这种模因没有被统治者继

承，《淮南子》提供的帝王之道让位于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学说，在董仲

舒的秩序模型中，“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39］《为人者天》也即

天→天子→天下众生，天子垄断了天与天下之间的沟通，这属于“因为

垄断了符号信息渠道而拥有的权力”才会产生绝对权力，［40］173在这种秩

序模型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39］《基义》，“王道”实际止步于“天

子”。这种学说打着儒家学说的幌子，实质上“高扬君主权威，为专制皇权呐喊”，［11］203自然为帝王所

喜欢。黄老治国的思想逐渐为礼教治国的儒家思想取代，究其原因，有学者已经指出在于黄老思想

“太约束帝王个人私意而被弃置”［41］237，可谓切中肯綮。

学者牟钟鉴曾经指出:“设若秦朝以《吕氏春秋》治国，汉朝以《淮南子》经世，中国就会出现两千

余年的开明君主制，历史则是另一番景象。”［42］2然而历史没有假设，统治者和历史都没有选择由原始

儒家以及黄老和诸生建构的道统秩序模式，而最后选择了由荀子一脉传承下来的政统制衡道统的结

构模型，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大一统的需要，恐怕与历代士人阶层没有取得经济独立而只能靠出售知识

技能谋食糊口有关，即使是相对独立的黄老学术群体，按其实质也是为齐国官方豢养，这正是其不能

取得真正独立的真正原因，即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当唐人韩愈及宋代儒家学者建构儒家道

统体系，试图以道统来对抗政统的时候，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已经延续了千余年，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四、结 语

索绪尔在研究语言学时使用了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重要概念，共时性关注某一时期内语言系统

内部的结构关系，而历时性则关注语言在时间中的变异。就统治秩序而言，某一社会秩序是一个结

构，结构共时性的;在这种秩序下人的表意行为是一个过程，是历时性的。统治秩序，既包括社会秩序

这一共时性方面，也包括行为秩序这一历时性方面。共时性的就是结构秩序，历时性的就是行为秩

序，行为秩序是在结构秩序之下的规范表意。儒家、黄老及诸生建构的统治秩序，即有共时性的结构

秩序( 如文中图 1、图 2 建立的结构模型) ，又有历时性行为秩序( 如在此结构模型下人们的具体表意

行为方式) ，但实际上这种结构秩序并没有影响到行为秩序，而是沦为空洞能指。林信华指出: “共同

规则的使用与遵循一方面乃是社会行动的基础，因为社会行动的前提乃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共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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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规则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结构。因为人类社会不同的意义世界( words of meaning) ……

都是在语言的抽象能力以及离开中心化的能力之上，所架构出来的共同生活秩序。”［43］17语言符号建

构的世界框架不仅影响到人对世界的认知，而且会规范人社会表意活动。借用霍尔的话语分析理论

来说，从对诸生“道”论的话语分析不仅可以考察“道”的意义的产生衍变，还可以看出“道”是如何与

权力相连接的，以及它曾经试图“规范行为，产生或构造各种认同和主体性”的诉求。［44］59而回溯道统

论的编码规则及其深层意旨，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乃至汉代前期，其实中国的士人阶层曾经建构

了一个与后世君主专制主义不同的权力秩序模式，试图以“道”框“政”，但是这种努力最后都归于失

败，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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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Early Han Dynasty

ZHU Do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a fictional historical lineage． The“Tao”combination axis，which is con-

sciously chosen in the aggregate axis，i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a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ower against the in-

creasingly powerful political power． That is，it is called the contending of a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sys-

tem by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models of primitive Confucianism，the Huang Lao School

an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ower order，it is known that in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there was another theory of the“Tao System”in which they con-

structed the order model． The Tao“unification”of politics，putting monarchical power into the system of the

Tao，to prevent a monarchiced power flood． However，Xunzi replaced the Confucian meta-language“Tao”

with“Jundao”，and put the Tao under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 in the structure． It has deviated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power of the Confucian sages to balance the power，which is the theory of later learning． Pro-

moted in practice; the Confucian doctrine that was reformed by Dong Zhongshu for the autocratic imperial

power was regarded as orthodox，and the internal Confucianism was also the first choice of the rulers of the

past．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early Taoist theory was also not truly enlightened in Chinese history． These we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mon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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